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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成都平原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青铜时代遗存为同一个考古学文化，它不同于此前的新石器

时代文化和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从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两方面对这个文化进行考察，可以更为深入地认识成都平

原青铜时代甚至整个先秦时期的文化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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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ronze-Age remains represented by the Sanxingdui site and the Jinsha site in the Chengdu Plain 

belong to the sam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named the Sanxingdui-Jinsha culture. This culture i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Neolithic culture and the Bashu culture in the Eastern Zhou period.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systematically the Sanxingdui-
Jinsha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knowledge system and value system,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practices and 
societies in the Chengdu Plain during the Bronze Age or even the entire pre-Qin period.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

现逐步揭示出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文化面貌，

其中最重要者包括先后发现的三星堆祭祀器物

坑、宝墩文化城址和金沙遗址。因考古发现的

增多和研究的深入，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文化

发展序列日益清晰、完善。目前的基本认识是

桂圆桥文化、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

文化、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各文化从新石器

时代到秦汉前后相承、延续不断。虽然每个文

化还可以进一步细分时段，又或者对某种文化

有不同命名，对某具体遗址或遗存的年代、性

质存有分歧，但都不影响这一总体认识。

构建这个文化发展序列的意义主要在于，

它以一条连贯的时间轴，串连起成都平原先秦

时期的各类遗存，使这些遗存呈现出较为清晰

的发展脉络。但这个序列也有局限。首先，它

主要是立足于对遗物、特别是对陶器的大量研

究而建立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一个先

秦陶器的发展序列，实质上只反映陶器的形态

演变。其次，它又是通过不同时期发现的重要

遗址而逐步构建的，其中三星堆、十二桥等遗

址常被认为代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

因而这个序列确定的是各遗址的相对年代和衔

接关系。显然，仅这样一个年代序列并不足以

揭示文化的整体面貌和社会的发展状况。

为了更全面、深入地认识先成都平原青铜时

代的文化和社会，我认为除了梳理贯穿各类遗存

的时间线条外，更有必要尝试整合考古材料，换

个角度审视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以求得新

的理解和认识。整合的目的是力求在陶器的发展

谱系之外，从更多方面探究成都平原青铜时代文

化的核心内容和社会的发展状况。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冶金遗址调查与研究”（批准号 :15ZDB056）第三子课题“西南地区

的青铜器生产与早期文明”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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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的比较

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是成都平原青

铜时代最重要的两个考古学文化，学术界对两

者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以陶器为基础的分期和断

代。三星堆文化的提出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三

星堆遗址的发掘[1]。此后，三星堆遗址被分为四

期，时代由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末周初[2]。或是

将三星堆遗址的遗存分为三期，其中的第二期

为三星堆文化，时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到

殷墟文化第一期；第三期为十二桥文化，时代

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至第三期[3]。在成都平原

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整体框架中，三星堆文

化还被分细为三期，年代为距今3700年左右至殷

墟文化第二期[4]；或为距今4000～3100年[5]。

十二桥文化得名于成都十二桥遗址，十二桥

遗址的发掘报告将最下的第13、12层定为遗址的早

期，时代相当于殷墟第三、四期，第11、10层为遗

址的晚期，时代定为西周早期[6]。还有研究结合

邻近的其他遗址，将十二桥文化的年代下限定为

春秋前期[7]。十二桥文化最重要的金沙遗址，各

地点的遗存也被分为6期，由相当于十二桥的第

13、12层亦即商代晚期，延续到春秋晚期[8]。

这些分期研究虽多，但也还有需进一步考

虑的问题。比如，成都平原进入青铜时代的证

据目前只有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出土的青铜器[9]，

铜器年代可能相当于殷墟第一、二期或二里冈

上层文化时期，但不可能早于商。在三星堆遗

址还发现过几件铜牌饰，它们很可能是由外地

传入，既与三星堆两个坑的铜器群无关，也未

对成都平原的文化和社会构成影响，因而不能

以它们的传入作为当地青铜时代的开端。在月

亮湾台地和三星堆附近还发现过零散的铜铃、

小人像[10]，很可能属于器物坑中的铜器群。如

此，若三星堆文化开始于二里头文化时期，

为距今3700年，那么三星堆文化就跨越了新石

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当社会由石器时代进入青

铜时代甚至出现早期国家后，考古学文化恐怕

不会维持不变。又比如，成都平原很多遗址出

土的陶器既保留了三星堆文化的特点，又具

有十二桥文化的新因素，因而多被认为是两种

文化间的过渡性遗存[11]。两种考古学文化交替

时陶器当然会发生渐变，但如果三星堆文化与

十二桥文化紧密相接、一早一晚甚至有可能重

叠，那么“过渡期”在时间段上又处于什么位

置？与此相关的现象是，在成都平原被确定为

三星堆文化的遗址很有限，尤其是成都地区的

很多遗址，宝墩文化地层之上即是十二桥文化

地层，或只发现这两种文化的陶器。还有很多

遗址只存在上述具过渡性质的“十二桥文化早

期遗存”。这多少有些让人费解，三星堆文化

既然高度发达，为何除三星堆这个中心城址外

少见其他遗址？

学术界也一直存在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

化为一种文化的观点，最常见的就是将三星堆

和十二桥文化都称为蜀文化或早期蜀文化。如

宋治民就将三星堆和十二桥遗址的遗存都归为

早期蜀文化，二者为不同发展阶段[12]。即使不

联系族属而将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文化都归为

蜀文化，也始终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和十二

桥文化是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如罗二虎就认为

三星堆文化从新石器末期经过相当于中原的二

里头文化时期至西周晚春秋早期，遗址有三星

堆和十二桥[13]。李伯谦将十二桥作为三星堆文

化的一个阶段，十二桥遗址的地层被分别归为

三星堆文化四个期中的第二和第三期，时代大约

相当于殷墟一期至西周早期，而且十二桥遗址最

早的第13层还与三星堆遗址1号坑时代相当[14]。徐

学书将两种文化合二为一称之为“三星堆—金

沙文化”，起止为新石器时代至战国中晚期，

前后约两千年，其中三星堆遗址代表该文化的

早期遗存、金沙遗址代表晚期遗存[15]。

本文不认为成都平原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

晚期的文化都属于一种文化，但认为三星堆遗

址和金沙遗址的青铜时代的遗存代表同一种文

化的两个阶段，并赞同将这种青铜时代文化称

为“三星堆—金沙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

桥文化的各类物质遗存，呈现出非常相近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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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面貌。本文尝试从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

两个方面对这些遗存进行对比和分析，以求更

好地说明两种文化的关系。简而言之，知识体

系就是对实践经验的归纳和总结，价值体系则

是对观念的确立和选择。通过相互影响和交

流，不同的文化可以拥有相同的知识体系，比

如可以制造或使用相同的物，但它们可能因价

值观不同而属于不同文化。但若两种文化不仅

具有相同的知识体系，而且价值体系也相同，

那么它们很可能就是同一文化。这样的对比分

析不限于陶器或某类遗物，也不只是由考古材

料表面的异同做出判断。

以下先按三星堆和十二桥两个文化分述各

自的重要内容。因对陶器已有大量研究且认识

基本一致，本文不再专门论及。

（一）三星堆文化

1.城址:三星堆文化只有三星堆一座城址。

城垣大约建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城内在月亮

湾、真武宫、仓包包等地还有7道城墙[16]，城

内可能存在功能分区，格局比宝墩文化的城址

更为复杂。

2.祭祀遗存:1986年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两

个祭祀器物坑，是三星堆文化最具代表性的

遗存。坑中出土的青铜器有人像、人头像、面

具、动物形器、戈形器、璧形器、方孔器、

容器，以及神树、神坛、太阳形器、眼形器

等具“神话色彩”的器物。金器有面具、条形

饰、鱼带纹饰、鱼形饰、虎形饰、圆形饰、璋

形饰、四叉形器等。玉器有戈、剑、刀、斧、

凿、凹刃凿形器、锛、锛形器、磨石、璋、

琮、瑗、璧形器、环形器、玉盒、玉料、绿松

石器等。石器有矛、戈、斧、斤、铲、凿、

瑗、璧形器等。另外，还出土象牙、骨牙器、

陶器、海贝。在三星堆遗址还发现过其他器物

坑，出土玉石质的璧、瑗、斧、凿等[17]。

3.房址:被归入三星堆文化的房址有三类，

但发现都不多。

第一类是三星堆城址西北青关山的大型建

筑[18]。该地有人工夯筑的面积1.6万平方米，最

高3米的两级台地，台地北为鸭子河、南有马牧

河，东西两侧经探测或有水道。在现存面积约

8000平方米的第二级台地上发现3座基址。其中

F1为长方形的红烧土基址，西北—东南向，

长55、宽近16米，中间为廊道，两侧各有3排6

列柱洞，房间可能沿廊道分两排对称分布。墙

基内外还有密集排列的“檐柱”柱洞。在F1以

北约3米处为方向相同、形制可能略小的F2。

发掘者认为青关山土台很可能是三星堆王国的

“宫殿区”。

第二类为带基槽的木骨泥墙房址。1963年

在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发现3组[19]。1980～1981

年在三星堆城址内发现18座[20]，有15座被认为

属于三星堆文化，均为长方形，西北—东南

向，或东北—西南向，似成组分布。据悉在

月亮湾城墙西地还发现近30座长方形房址[21]。

在三星堆遗址之外也有发现，如2005年在金沙

郎家村清理2座相互叠压的房址[22]。

第三类为干栏式房址，如2005年在金沙郎

家村清理的F63[23]，平面为方形，东北—西南

向，残存6排卵石柱础。三星堆青关山F1柱网密

集，也被推测为干栏—楼阁式建筑。

4.墓葬:目前所知的三星堆文化的墓葬同样

很少。1963年在月亮湾发掘6座墓[24]，较早的3

座为少年和未成年人墓，头向东北，无葬具和

随葬品；较晚的3墓头向不清，随葬少量陶器。

1980～1981年在三星堆城址内发掘4座墓[25]，

东北向，无葬具和随葬品。1998年在三星堆城

址以西的仁胜村发掘墓葬29座[26]，墓坑、墓底

和填土经夯砸，无葬具，部分墓随葬陶器、玉

器、石器，但与三星堆祭祀器物坑出土物有差

异，时代应当更早。在成都平原还有一些零散

墓葬可能属于三星堆文化，如2010年在新都朱

王村发掘的4座墓[27]，2008年在郫县广福村发掘

的5座墓[28]，金沙遗址个别墓葬也被推断在三星

堆文化的年代范围内[29]。这些墓葬无葬具，仅

个别墓有极少量的随葬品。

（二）十二桥文化

1.城址:在成都平原没有发现十二桥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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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址。该文化最重要的遗址是金沙，已发掘出

大型建筑区、一般居址区、祭祀区和墓地等，

但未发现城垣。

2.祭祀遗存:十二桥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遗物

出自金沙“梅苑”地点的祭祀区[30]。所出青铜

器有人像、人头像、面具、眼形器、动物形

器、戈形器、璧形器、方孔器、锥形器、螺形

器、板形器、容器等。金器有面具、条形饰、

鱼带纹饰、鱼形饰、蛙形饰、圆形饰、环形

饰、喇叭形器、三角形器、盒等。玉器有戈、

剑、钺、矛、刀、斧、凿、凹刃凿形器、锛、

锛形器、磨石、璋、琮、瑗、璧形器、环形

器、箍形器、人面、美石、绿松石器等。石器

有矛、戈、璧形器，还有很多人像、动物、

饼形器、璋、锛、钺和环形器。金沙也出土象

牙、骨牙器、陶器，以及木器、漆器、卜甲。

3.房址:十二桥文化的房址主要为带基槽的

木骨泥墙式。大型房址于1999年发现于成都黄

忠村的“三合花园”[31]，上层4座、下层5座，

各自成组。据悉，相邻的黄忠村“金沙朗寓工

地”和金沙“金牛城乡一体化5号A”地点还发

现5座。规模较小的房址在金沙“芙蓉苑南”[32]、

“兰苑”[33]等地点发现甚多。金沙遗址之外成都

岷江小区[34]、高新西区[35]、青白江区[36]、温江[37]、

郫县[38]等地都有发现。十二桥文化最重要的干

栏式建筑就出自十二桥遗址[39]，建筑平面大致

为T字形，西部是干栏式的主体建筑，东部是

地梁结构的廊道。在其东北还有5根大型方木，

可能也是建筑的地梁。在成都岷江小区还有小

型的干栏式房址。

4.墓葬:十二桥文化的墓葬在金沙有大量发

现。仅据已报道的资料，在“兰苑”地点发掘

100余座墓[40]，以西北—东南向为主，多为仰

身直肢葬，有少量二次葬，无葬具，仅有少数

墓随葬陶器和极少量的小件铜器和玉石器。在

“蜀风花园城二期”地点发掘15座墓[41]，葬式

明确者均为仰身直肢葬，二次葬似较为流行，

西北—东南向，少数墓出土陶器和石器。在

“国际花园”地点发掘48座墓[42]，有1座船棺

墓，9座墓随葬陶器和石器。在“万博”地点发

掘60座墓[43]，多为东北—西南向，有一次葬和

二次葬，有3座墓可能有木葬具，少数墓出土一

两件陶器。在“春雨花间”地点发掘17座墓[44]，

多为西北—东南向，仰身直肢葬为主，有5墓

随葬1、2件陶纺轮或小平底罐。在“阳光地带

二期”地点发掘约290座墓，其中约有21座船棺

墓[45]。多为西北—东南向。土坑墓多仰身直肢

葬，只少数墓随葬陶器和石器。在“星河路”

地点发掘24座[46]，18座为西北-东南向，均无葬

具，仰身直肢葬，有3墓出土1～2件陶器。

在金沙遗址以外，成都黄忠村[47]、岷江小

区[48]、金牛区禾家村[49]等都有十二桥文化墓葬，

郫县、彭州、新都、温江、新繁等也有发现。

（三）两个文化的比较

1.知识体系

由以上列举可见，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

文化的遗物，尤其是青铜器、金器、玉器、石

器等，器类、形制和纹饰都非常相似，很大一

部分甚至基本相同。这说明制作这些器物的知

识和技术完全相同。特别是青铜器，除铸造的

制品外两种文化都有锤打的工艺，这在同时代

的其他青铜文化中并不多见。同样，两地也都

有锤打的金制品。在锤打的金属制品上还有錾

刻、彩绘的图案。

两个文化的房屋类型基本相同，运用的是

相同的建筑技术。特别是同时期的干栏式建筑

不见于成都平原的相邻地区，但为这两个文化

共有。十二桥文化中未见夯筑的城垣或青关山

那样用于建筑房屋的大型夯土台基，但成都羊

子山有夯筑的大型土台。在金沙“梅苑”地点

祭祀区发现9个直径超过50厘米的柱洞，分三排

三列分布于约20平方米的范围内，这可能也是

一个高台建筑。

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的大型建筑、小

型房址和几乎所有的墓葬，方向都是西北—

东南向，或者东北—西南向。这一共性十分

明显，且与同时期商周文化的城址、宫殿等的

方向不同。有学者由此认为古蜀存在一个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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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位系统，其特点是建筑的四角指向四方，

这一称之为“四维”的方位系统不同于中原商

文化等的四面与四方平行的“四正”系统，它

的确立可能与成都平原的地理环境有关，即西

北的龙门山、东南的龙泉山相平行，平原内的

河流又正好为西北-东南向[50]。

两个文化还有相同的生业。据目前的考古发

现，在成都平原时代最早的什邡桂圆桥遗址中已

出现水稻，此后，从宝墩文化直到十二桥文化，

成都平原的生业均以稻作为主[51]。也有学者提出

以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为代表的早期蜀文化

是渔猎文化，之后的晚期蜀文化是农业文化[52]，

这也认为两个文化的经济形态相同。

2.价值体系

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拥有相同的价值

体系，最能说明两者一致性的证据就出自三星

堆的两个器物坑和金沙遗址祭祀区。

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不同质地的遗物基

本上都用于宗教信仰。金杖、青铜龙形器等可

能代表权力；写实的青铜人像，象征性的太阳

形器、眼形器和神树等，为祭祀对象；神坛等

表现祭祀场景；其他青铜容器、戈形器、方孔

器，以及玉石器、象牙、海贝等，可能都是祭

祀用器。这些祭祀器物揭示出的宗教信仰是祖

先崇拜和太阳崇拜，当时的社会很可能是王权

和神权并存。统治阶层掌握着制作青铜器的技

术及产品，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等贵

重物品被社会上层集体占有，它们可能以令人

震撼的方式陈列于宗庙和神庙内，用以强化社

会统治、增强社会凝聚力。

金沙祭祀区出土遗物的埋藏背景和器物

类别与三星堆的遗物相同，它们无论是完全一

致，还是形制有所差别，毫无疑问都具有相同

的功能，并传达出共同的信仰。金沙青铜立人

像上的太阳形冠、太阳神鸟金饰、青铜眼形器

等，依然突出表达了太阳崇拜，与三星堆金杖

图案完全相同的金冠饰等，仍然代表着王权。

只是可能因为铜料不足，金沙的青铜器大多形

体变小，并代之以更多的石像、木像等。另

外，金沙祭祀区分散出土的遗物应不再用于陈

列，更像是进行祭祀活动后的遗留。

总之，从两个文化的祭祀遗存看，即使一

些具体的祭祀行为因时代差异而有所不同，但

信仰和观念从三星堆到金沙都没有改变。

能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共同价值观的是葬

俗。如果不计时代可能较早的仁胜村墓葬，三

星堆文化的墓葬都为竖穴土坑墓，墓向清楚者

多为东北向，多无随葬品，这与祭祀器物坑出

土种类丰富、数量众多的贵重物品形成鲜明对

比。十二桥文化出现了大规模的墓地，墓葬除

东北—西南向外，更多的为西北—东南向，

部分墓葬有木质葬具，少数墓葬随葬极少量的

陶容器、陶纺轮、玉石条、磨石和卵石等。但

与三星堆文化墓葬的共性更突出，即十二桥文

化虽然有大批墓葬，却没有大型墓，绝大多数

墓葬没有随葬品，包括青铜器在内的贵重物品

同样不作为随葬器使用。墓葬的这一共性，表

明当时虽然出现了社会分层，甚至可能形成了

早期国家，但神权居主导地位，社会财富可能

为整个统治集团而非个人占有，全社会将贵

重物品集中用于宗教活动而不是个人的丧葬活

动。没有厚葬习俗，不以贵重物品来体现个

人的身份和地位，从墓葬中也看不出社会的分

化，这种情况完全不同于同时期的商周文化。

差异的根源正在于不同的观念。

三、三星堆—金沙文化

由于拥有几乎完全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

值体系，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实为一个考

古学文化。两者所呈现出的一些差异，在于发

展阶段不同，这就包括陶器的变化。在一个文

化数百年的发展进程中，作为日常生活用的陶

器自然会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总是标志着文

化的更替或社会的变革。在青铜时代的成都平

原，政治和文化中心最初在三星堆，之后迁移

到了金沙。这期间或许发生了某种尚不为人知

的变故，导致了宗庙、神庙的废弃和祭祀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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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的形成。但从考古材料看不出当时有外来势

力入侵，或是发生内乱。因为在中心迁移后文

化并未中断或发生实质性变化。两个文化的墓

葬中均不见实用兵器，也没有与战争或其他暴

力行为相关的迹象。据新的考古发现，三星堆

在失去中心地位后并未废弃，而金沙一带数量

剧增的遗址、大规模的墓地等，则说明当时人

口增长、社会和平稳定。

鉴于这个文化最重要的遗址和最具代表性

的考古发现都出自三星堆和金沙，前后两个阶

段也分别以此两地作为文化、政治和宗教的中

心，因此称之为“三星堆—金沙文化”可能最

能从名称上概括这个文化。

“三星堆—金沙文化”既然是一个文化，

那就还需要与其他文化相比较以说明它能够自

成一体。长期以来的大量研究已充分揭示出这

个文化与周邻文化和中原商周文化的差异。需

要说明的是，从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两方面衡

量，这个文化与更早和更晚阶段的同一区域内

的文化也完全不同。

在 此 之 前 成 都 平 原 的 文 化 是 宝 墩 文

化，两者之间或许还有过渡性遗存，如距今

4000～3700年的“鱼凫村文化”[53]。“三星

堆—金沙文化”与它们的区别主要是两个时代

的差别。此前没有青铜器制作技术，生产力水

平较低，社会没有出现多层分化，早期国家尚

未形成，从考古材料中完全看不到王权和太阳

神崇拜的迹象。

之后是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东周时期成

都平原的文化和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

是从三星堆到金沙都大量存在的那类青铜器、金

器、玉石器、象牙等祭祀性器物全部消失，聚

落、墓地大多废止，文化仿佛出现中断。但之

后，当地的文化很快以全新的面貌出现。

东周时期出现了多种更为进步的技术，比

如能制作形体巨大的独木棺，大量出现的精美

漆器表明这种工艺有了新的发展。铜器生产转

向各类实用器或明器，有些铜器运用了镶嵌、

线刻等新技术和新工艺，近年在成都青白江双

元村发掘的船棺墓中还出现了似用失蜡法铸造

的铜盏等。当然，这些运用了新技术的铜器也

可能是外来品。

变化更大的是价值观。在三星堆和金沙的

那些宗教用器全部消失后，新出现的是大量的

青铜容器、兵器、工具和印章等，铜器上还出

现了“巴蜀符号”。同样变化显著的是墓葬，

从春秋晚期开始出现规模巨大或随葬品丰富的

大型墓葬，如成都商业街墓[54]，墓坑中现存17具

独木葬具，有的棺形体巨大。战国时期的大墓

亦不少见，如战国早期的成都百花潭10号墓[55]出

土40多件铜器，其中兵器20余件。绵竹清道的

独木棺墓[56]出土铜器150余件，兵器多达七八十

件。这两座墓都有制作精美的镶嵌纹铜器。战

国中期的新都马家大墓[57]有椁室、棺室和八个

边箱，腰坑内出铜器188件。直到战国晚期，仍有

如成都羊子山172号墓[58]这样随葬品丰富的墓葬。

在成都平原还出现大规模的墓地，时代从春秋战

国时期延续到西汉，如什邡城关墓地[59]、德阳罗

江周家坝墓地[60]、成都清江东路张家墩墓地[61]

和青白江双元村墓地。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成都平原的墓葬的规模

和随葬品的多寡出现严重分化，以此区分墓主个

人的地位和身份，同时还出现了可能分属不同的

族群或政治势力的大型墓地。墓葬中普遍出现大

量兵器，社会显然动荡不安。这一时期的考古材

料揭示出，此前的太阳崇拜等信仰已不复存在，

青铜器的功能由祭祀用器或宗教用品变为实用器

和丧葬用品。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和统治权力的

表现形式都发生显著变化，统治社会的不再是神

权而是世俗的政治和军事势力。所有这些改变反

映出一个更为根本的差异，那就是价值体系的不

同。这个新的价值体系不是完全从成都平原原来

的文化和社会中自然产生，而是与东周时期当地

文化的衰落和楚文化、中原文化的西进相关。新

的价值观和新的铜器、漆器制作技术等可能都来

源于长江中游。

由此可见，“三星堆—金沙文化”完全不

同于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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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时期的巴蜀文化，这个时期的社会形态也有

其独特性。

最后再回到文首提及的年代序列上来。我

认为“三星堆—金沙文化”作为一种青铜文化

应当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相区别。从现存的各

种分期意见中，并不能确定成都平原青铜时代

的开端。依据目前的材料，也难以明确这个文

化开始和结束的时间点。

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排除前文所述的几

件铜牌饰，基本都出自两个祭祀器物坑。这其

中可以和其他地区的青铜器相比较从而判定年

代的，只有尊、罍、盘、瓿几类容器。类似的

器物在长江中下游和陕南都有出土，与殷墟早

期的同类器物相近。如果考虑到1号坑的龙虎尊

与安徽阜南的龙虎尊相似，后者的年代若为二

里冈上层文化，那么三星堆青铜容器的年代最

早也只能到此时。器物坑中的其他青铜器无对

比器，但有头顶圆尊的跪坐人像、上为方尊形

器的“神坛”，这些尊形器也具有殷墟早期圆

尊和方尊的风格。如此，三星堆的其他青铜器

也可能与容器大体同时。被认为属于三星堆文

化的建筑和墓葬，似不能确定它们都是青铜时

代的遗存。青关山F1的墙基、“檐柱”和室内

夯土中埋有玉璧、石璧和象牙，两个器物坑也

有这类遗物，因而F1很可能与器物坑内的遗物

同时。三星堆祭祀器物坑的发掘报告将1号坑

和2号坑的地层年代分别定为三星堆遗址第三

期后段偏晚和第四期前段，第三期相当于二里

冈上层第一、二期至殷墟早期（殷墟第一、二

期），第四期相当于殷墟晚期（殷墟第三、四

期）至西周早期[62]。“三星堆—金沙文化”或

从遗址第三期的某个时段开始，两个坑年代相

同并都属遗址第四期。

金沙遗址何时完全废弃，那些祭祀用器何

时彻底消失，同样难以确定。一条判定途径是

参考含东周青铜容器的墓葬的出现时间，“三

星堆—金沙文化”结束与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

兴起，两者间不应有太长的间隔。青白江双元

村墓地等新发现，可能会说明大规模的船棺墓

和楚式青铜器等的出现时间为春秋中晚期。

“三星堆—金沙文化”的下限可以暂定为原来

推断的十二桥文化的下限，即春秋早期。

与长江流域的其他区域性青铜文化相比，

“三星堆—金沙文化”开始的年代与赣江流域

的吴城文化、湘江流域的青铜文化大致相当，

但延续的时间更长。如果不只限于构建年代序

列，而从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从文化到社会

进行深入考察，并与其他相关或相邻文化相比

较，那么“三星堆—金沙文化”会更为清楚地

显示出它的独特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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